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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视域下的“取消文化”及其反思

郑根成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 最近几年，一种取消文化在美欧乃至亚洲一些国家日渐风行，并对当代社

会文化与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对待取消文化的态度方面，有支持者亦有反对者。 支

持取消文化的自由派人士把取消文化解读为弱势群体的武器，认为它让普通公众有机会

在媒介空间中表达自己对那些带有歧视或不公平含义之言论的态度与立场；而反对取消

文化的群体，特别是部分社会精英阶层的人士则认为取消文化已经异化为一种群体性羞

辱，它不仅妨碍了人们的自由，而且还助长了暴戾的社会气氛。 从新媒介的视角看，取消

文化既代表了新媒介时代无中心传播模式下公众表达的新趋势，又反映了新媒介时代网

络空间祛虚拟化的文化趋向与特点。 其内在的逻辑表明，新媒介技术是型构文化的积极

力量，它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与特定的文化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当下的新媒介

时代，取消文化的迅速发展隐藏了取消文化扩大化与极端化态势下的隐私公然被侵犯、人
肉搜索及与之相伴的网暴风险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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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蒂芬·科尔伯特是一名喜剧演员，他曾主持一档名为《科尔伯特晚间秀》的深夜脱口秀节目。 针对这一节目的取消活动是由

苏伊·帕克等人发起的，起因是科尔伯特在关于美国“华盛顿红人橄榄球队”以及亚裔美国人的新闻报道分析中涉嫌种族歧视。

一、取消文化及其缘起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取消文化”的活动日渐为人们所熟知。 这一活动首先风行于美国，随后逐

渐蔓延到欧洲与亚洲的一些国家。 所谓“取消文化”，指通常处于弱势的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或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群体行动方式，抵制、抗议某些有违法、悖德行为的社会公众人物，从而弱化甚

至完全解除其社会影响力，进而导致涉事者丧失工作与商业代言机会的活动所衍生的文化现象。 在

取消文化中，某些明星、名人等公众人物之所以被“取消”，有的是因为他们与社会公众在价值观、文
化立场上存有较为严重的分歧，有的是因为其道德问题甚至违法行为而被视为有“污点”的人。 广义

的取消文化不仅限于取消明星、名人的商业代言、工作等机会，还包括了抵制、抗议危害社会的公司

或企业，导致其业务萎缩甚至最终破产，等等。
关于取消文化的起源，各界的意见并不一致，主要的看法有：
１．源于社交媒体中公众人物与粉丝的互动。 主要是指粉丝在公共与私人媒介空间以社交帖子

曝光公众人物的不当作为信息，转而由拥趸变为反对者，并采取线上的“取关”与线下的抵制、声讨

等，其结果就是公众人物流量流失、受关注度下降以至于商业代言机会被削减甚至完全丧失。 如果

公众人物涉嫌与违法、犯罪行为有牵连，则相关的取消文化活动可能促推相关社会监督部门、机构的

介入。 有人认为，２０１４ 年，苏伊·帕克发起的抵制斯蒂芬·科尔伯特晚间秀活动是最早突出使用

“取消”的活动之一①。 但是，在这场取消文化活动中，取消的对象并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科尔伯特

主持的脱口秀节目。 随后，取消文化活动才逐渐转向专门针对社会名流，特别是演艺界人士。 ２０１９
年，美国公众因詹姆斯·查尔斯评判其他名人的不当作为而发起了一场取消文化活动。 在这场取消

文化活动中，取消文化才真正成为一种有着清晰文化自觉的社会活动，关于取消文化的语言也自此

趋于成熟。



在当下的新媒体空间中，粉丝团文化是取消文化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粉丝团可以助

力宣传社会公众人物，快速提升其社会关注度；但是，粉丝团同样也能快速地弱化社会公众人物的影

响，迅速弱化其商业价值。 一方面是因为基于新媒介技术的媒体平台或自媒介空间为粉丝团提供了

极为便利的表达通道，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粉丝团的人数众多，一旦形成一致性意见，就会借助

新媒介平台迅速发酵，促进某种社会舆论的形成。 对于社会公众人物，特别是演艺界明星来说，粉丝

在新媒介空间中发起的取消文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他们会因此在短时间内失去大量粉丝及其关注

度，而粉丝与关注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与商业价值。 近年来，美国的一大批公众人物都

曾被取消过，取消文化造成的印象似乎是所有人都可能会因为其生活中的某件事情而被取消，在某

种意义上，这表征了社交媒体上粉丝和名人文化的浮躁、琐碎和戏剧化。 在这个意义上，取消文化并

不代表文化发展的积极方向。
２．源于黑人的社交方式。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美国 ＶＯＸ 网站曾刊载一篇关于取消文化的文章，文章称

“取消文化”概念大约在 ２０１３ 年后才逐渐进入到社会的主流舆论①。 伊娃认为，在美国的黑人社会

中，取消文化其实是一种“常态化”的存在，甚至是黑人社会中的一种社交传统②。 取消文化在美国

的发展证实了伊娃观点的可接受性：最初，取消活动仅限于黑人社会中的文艺领域，特别是电视与广

播节目中。 １９８１ 年，尼尔·罗杰斯创作歌曲《你的爱被取消》，最初，这首歌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直到 １９９１ 年，编剧巴里·迈克·库珀在编写《新杰克城》的电视剧本时，一家电台正在播放《你的爱

被取消》这首歌，阿贾·罗马诺在后来的采访中把这个节点视为“取消”概念在电子媒介上的首次出

现。 罗马诺的考察显然不准确，但他刊发的相关评论却使得取消文化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１９９１ 年的

美国电影《纽约黑街》与《爱与嘻哈：纽约》进一步推动取消文化进入社交媒体，成为广为人知的文化

形式；２０１４ 年以后，随着非裔用户在推特中掀起大量与取消文化相关的活动，取消活动进而在新媒介

平台（主要是推特）以及某些在线社会正义运动的支持下，成为反对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的文化形

式。 同时，取消文化也逐渐走出线下黑人社区，走向黑人的线上空间，与其他族群的在线空间相结

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并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迅速走出美国，走向世界，特别是欧洲与亚洲的一些国

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取消文化活动也有所发展。 黑人社交传统的取

消文化史考察表明：取消文化与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黑人群体的文化自救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它
源于这些群体自发组织的旨在表达对种族歧视、偏见，乃至暴力行为的不满、愤怒但又无力改变的无

辜与无奈。 其目的则在于试图通过抵制与抗议等形式提请社会关注针对他们的社会不公，促进相关

政府职能部门出台积极干预。
３．文化史溯源。 美国学者姬尔·迈克考克尔认为，“取消文化”其实在电子媒介时代之前就已经

存在了，甚至可以说，它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有惩罚违反相关社会规则者

的传统③。 当下流行的“取消文化”，不过是传统“取消文化”结合了数字技术与娱乐文化等多方面要

素的当代形态。 也有人把历史上的“封杀”解读为取消文化的历史形态，但实际上，历史上的封杀与

文化取消是有区别的：“封杀”是指国家公权力针对个体及某些社会群体，或强势群体对社会弱势群

体的权力伸张、人身自由、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全面限制；而当代取消文化则多是指处于弱势的个体或

公众对处于强势的名人、明星、政府公务员等公众人物的不当言行进行抗议或抵制。 故此，把历史上

的封杀解读为一种文化取消是值得商榷的。 范妮莎·贝斯利则认为在美国建国之时，取消文化就已

经存在了，发展到今天，取消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让对手闭嘴的社交媒体消遣”④。 贝斯利研

究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说明了取消文化起源于美国，这从取消文化传播到欧洲以后的反应也可见其端

０３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５ 卷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ｖｏｘ．ｃｏｍ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０ ／ ２０８７９７２０ ／ ｗｈａｔ－ｉｓ－ｃａｎｃｅ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ｅｂａｔｅ．
Ｎｇ， Ｅｖｅ． “Ｎｏ ｇｒａｎｄ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ｈｅｒ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ａｎｃｅ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２０２０，２１（６）， ｐｐ．６２１－６２７．
Ａｌａｎ Ｄｅｒｓｈｏｗｉｔｚ， “Ｃａｎｃｅ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Ｆｒｅ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ｏｔ Ｂｏｏｋｓ，２０２０， ｐｐ．８８－９０．
Ｖａｎｅｓｓａ Ｂｅａｓｌｅｙ， “Ｆｉ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Ｎ．Ｙ． ２０２１， ｐ．８．



倪：取消文化传播到欧洲以后，欧洲文化界对待取消文化的态度比较谨慎，相较于美国社会聚焦于种

族歧视的取消文化活动，欧洲文化界则更担心取消文化会将社会问题种族化。 这一立场在法国、英
国表现得更为明显，英法两国的一些学者甚至自发地组织起来抵制来自美国的取消文化；法国总统

马克龙、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与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等人还现身说法，呼吁人们警惕美国取消文

化的消极方面，他们所担心的是美国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会对本国社会造成颠覆性影响。
大数据检索表明，取消文化最早进入谷歌搜索词库是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在 Ｕｒｂａｎ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中，

取消文化则首先出现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张拓木对“取消文化”作了相关的资料梳理，他认为，“取消文

化”一词首次出现于乔纳·恩格尔·布罗姆维奇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所有人都被取消了》一文

中①。 ２０２０ 年，曾一度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事件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美国

的“黑命攸关运动”，事件中，所有美国人都在反思该事件背后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等

问题。 随后的《哈泼斯公开信》②更是激起了一场大讨论，取消文化也由是成火热之势席卷美国，随
后又蔓延至欧洲，成为欧美知识界热议的公共议题。

近年来，“取消文化”在欧美国家愈演愈烈，大型的社会事件有“Ｍｅ ｔｏｏ 运动”“黑命攸关运动”以
及一些涉及性别与种族议题影视剧下架风波等等。 较为典型的个体事件则有好莱坞演员凯文·史

派西于 ２０１７ 年因涉嫌性侵丑闻而被取消；著名作家 Ｊ．Ｋ．罗琳公开发表恐同言论，称“有月经的人才

是女性”，大量公众认为这是针对跨性别人士的歧视性言行，罗琳因此遭到粉丝与《哈利·波特》电
影演员的强烈抵制乃至被取消；等等。 在我国，近些年也爆发了许多取消活动，最典型的有针对吴亦

凡、郑爽、张哲翰、李易锋等失德艺人的取消活动。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不断

加强对文娱明星行为的指导与监管，并加强了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治，这意味着我国的取消文化还

有其特别的公共职能，这代表了取消文化发展的一个有建设性价值的方向。

二、关于取消文化的争论

当下的取消文化在欧美国家乃至亚洲一些国家愈演愈烈，已经在文化建构的维度上对社会的各

个方面、各个层面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同时，围绕取消文化的争歧也日趋激烈，争论各方各执

一端，几成水火之势。
其一，自由派人士倾向于把“取消文化”视为弱势群体的强有力“武器”，认为取消文化让民众有

机会在媒介空间中表达自己对那些带有歧视或不公平含义言论的态度与立场。 他们甚至认为取消

文化已经成长为社会正义的重要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特定的身份与价值认同建构机制实现

了处于弱势的少数裔群体的组织化。 以萨拉·杰克逊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取消文化代表了一种社

会文化进步，因为，在 ｗｅｂ２．０ 技术时代之前，很多不能在公共平台发声的人，如今都可以借助新媒介

技术在各种媒介平台上自主发声了。 这既表明了技术的进步，还表明了人们观念表达欲望与能力方

面的成长③。 还有人认为，在取消文化活动中，少数裔群体通过取消活动来表达对精英阶层不当言论

的愤怒并进行抵制，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言论自由。 取消文化活动中，弱化甚至取消某些历史人物

的影响代表了人们对自身处境自觉反思，以及改变社会不平等、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意愿。 因为，“取
消文化”让更多人意识到了曾经没有被察觉的偏见和歧视，而在取消活动中，各行业、各领域中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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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ｏｎａｈ Ｅｎｇｅｌ Ｂｒｏｍｗｉｃｈ，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Ｉｓ Ｃａｎｃｅｌｅｄ［２０２３－０３－０６］（２０１８－０６－２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８ ／ ｓｔｙｌｅ ／ ｉｓ－ｉｔ－ｃａｎ⁃
ｃｅｌｅｄ．ｈｔｍｌ。
《哈泼斯公开信》：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Ｄｅｂａｔｅ． Ｈａｒｐｅｒ’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Ｊｕｌｙ ７， ２０２０。 １５３ 名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在公开信上签
名。 公开信发表之前，反种族歧视运动在全国已成美蔓延之势，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也都参与到了呼吁改变少数族裔的社会不
公待遇，并表示要为改变由白人主导艺术和学术机构的现状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但《一封关于公正与公开辩论的信》却认为美
国当下的反种族歧视活动走过头了，并导致了一种“不宽容的社会氛围”的蔓延。 有评论家认为，这封信代表了当代美国的群体
对其话语权受到冲击甚至威胁的担忧，并表达了对取消文化的抵制态度。
Ｓ． Ｊ．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ＢｌａｃｋＬｉｖｅｓ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Ｓｅｌｍ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Ｕ．Ｓ． 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２０２１，１４（３），ｐｐ． ３８５－４０４．



独掌话语大权的人看到了普通公众的话语表达，体验到公众话语表达的威力，这让他们更加重视平

等观念，客观上提升了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社会地位。 取消文化是一种价值共同体建构

的方式。 姬尔·迈克考克尔认为，处于弱势的少数裔群体在互联网上采取的集体“取消”某个对象的

行动能营造出一种“患难与共”的氛围，因为，在群体性的取消文化活动的参与中，人们能真切地体会

到自己是某个特定群体的一部分，“感觉自己是比你自身更大的事物中的一部分”①。 在美国的政治

分裂时代，特别是特朗普以来的政治分裂时代中，取消文化活动建构了一种群体的团结感，这赋予取

消文化以一种时代使命担当的形象。
其二，反对取消文化的人主要针对当下取消文化的过度泛滥及其极端化倾向，认为取消已经成

为一种群体性羞辱，它不仅严重妨碍了人们的自由，而且还助长了社会的暴戾气氛。 （１）取消文化是

一种加强版的政治正确②。 埃里克·施安伯格认为，取消文化是一种加强版的政治正确，它借助公共

政策、社会污名和经济后果的“强大组合”促成目的的实现，并在舆论的氛围中迫使人们以政治正确

的立场对待某些特定的议题，施安伯格因此宣称“取消文化”是个大问题，其本身应该被“取消”③。
由于在取消文化活动中存在对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各种攻击的现象，有的保守派人士把取消文化解

读为一种“骚扰”甚至是“暴民政治”。 有人还就此声称取消文化的这种攻击迫使让公民沉默，违反

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原则，甚至已经对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信息与理念的自由交流产生了威胁。 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份的一份调查中，有高达 ６４％的美国人都认为取消文化威胁了自由。 在这种解读思路

中，取消文化已经促成了某种形式的大规模“文化战争”，并有日益扩大化的趋向。 （２）取消文化促

成了不宽容甚至是暴戾的社会氛围。 这种观点多源出于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西班牙日报》的一篇

文章称，一大批社会精英看到了“取消文化”的危害，认为取消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群体羞辱式的

排斥行动，并表现出了对反对意见的不容忍。 签署《哈泼斯公开信》的史蒂芬·平克、福山、乔姆斯

基、阿特伍德、罗琳等人也表达了对取消文化活动的深层担忧，他们认为，取消文化已经失控，成为一

种毫无意义的社交媒体暴民统治形式。 这种文化助长了一种敌我对立式的战斗风气，一些人会因为

害怕被取消而不太敢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另一些人则可能出于对取消的愤怒加剧了对进步派的厌

恶，其结果就是中间地带愈发单薄，社会言论在两极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保守的越来越保守，激进

的越来越激进。 平克、福山等人也认为，取消文化甚至已经成了阻碍思想自由交流的因素，助长了公

共话语中越来越多的不宽容气氛，他们认为取消文化“往往会削弱我们的公开辩论准则和对差异的

容忍，而有利于意识形态的顺从”④。

三、取消文化的新媒介进路

当下的取消文化发展与新媒介技术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新媒介为取消文化活动提供了便

利的平台与通道，取消文化活动得以酝酿成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文化事件，也正是借助了新媒介平

台与通道，取消文化才快速地由美国蔓延至欧洲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另一方面，新媒介还赋予取消文

化活动以许多独特的新媒介特点，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取消文化的发展方向。
１ 新媒介传播模式转型与取消文化

新媒介技术与新媒介平台是当下取消文化得以迅速火热起来的原始土壤。 一方面，新媒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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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ｉｌｌ ＭａｃＣｏｒｋｌｅ， “Ｃｕｓｓ Ｔｉｍｅ： Ｂｙ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ｅ ｔａｋｅ ａｗａ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ｈ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２００８，７７（１）， ｐｐ． ５９－６２．
所谓政治正确是一种基于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李·沃尔夫两人提出的语言影响力理论的理论，萨丕尔和沃尔夫两人最早明
确提出，通常用来描述人群的语言是有影响力的。 而政治正确则指在评价社会弱势群体或解决与弱势群体相关的问题时，尽可
能做到态度公正，避免使用冒犯及歧视的词语或语气。 此外，在观点、立场的表达，政策和行为实施中保持公正、公平也是“政治
正确”的表现。 政治正确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美国，并演绎成为保守派贬抑激进派的一种话术。 取消文化与政治正确之间
有着某种相似性，故有些人将取消文化视为新版的甚至是加强版的政治正确。
转引自侯健羽、青木、纪双城等《谁成了“被取消对象”？ “取消文化”在欧美引发两极辩论》 （２０２１－０７－１７） ［２０２３－０５－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７０２７６５５０５９３７９０８７６９＆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
ｈｔｔｐｓ： ／ ／ ｓｌａｔｅ．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ｈａｒｐｅｒｓ－ｌｅｔｔｅｒ－ｒｅａｌｉｔｙ－ｄｅｂａｔｅ．ｈｔｍｌ．



中，人们聚集于 ＱＱ 群、微信群、微博圈、贴吧等各大媒介平台之中，这些媒介平台已经不再只是信息

流通的通道或工具，而是成长为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参与社会治理、进行信息传播等活动的基础平

台。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信息在各个媒介圈落中的病毒式传播使得取消信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引

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速度之快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的信息传播。 另一方面，媒介圈落中的信息传

播极易唤起“同情”①。 因为媒介圈落（微信群、ＱＱ 群、微博圈等）建构的最基本法则不是血缘或地

缘，而是业缘或趣缘，也就是说，同一媒介圈落中的人们大多是基于共同的兴趣、价值偏好或工作关

系，同一个媒介圈落的人们大多更容易在同一问题唤起“同情”。 随着取消文化活动的发展，如今，取
消文化越来越频繁地走向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其社会影响也因此越来越大。 实际上，所有的

取消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都基本相同（图 １），一旦公众人物、企业或公司的违法或悖德行为被曝光，
人们就会发起线上、线下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抵制、抗议活动。 在当下的新媒介时代，这种活动往往

具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新媒介时代的传播在各个媒介圈落中交叉传播，由此导致社会反响非常快；
二是信息通道的便捷性时常会将事件引向纵深的背景，事件的全貌在短时间内就能被“人肉”出来；
三是新媒介传播机制下，事件在短时间内的集中曝光以及各种非理性声音的参与，时常会放大事件

的社会效应。 从图 １ 可以看出，针对个体、企业或公司的文化取消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

多向的过程，即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直接导向社会舆论浪潮的针对性取消活动或来自相关

政府职能部门的惩戒。

图 １　 取消文化的新媒介路径

从传播模式的角度看，取消文化的兴起其实代表了新媒介时代传播方式由“自上而下的、一对多

图 ２　 大众传播时代单向的

“一对多”的“中心—边缘”传播结构

的‘中心－边缘’结构”向“分布式的、多对多的‘处处是中

心，无处是中心’的无中心结构”的转型②。 在传统的大众

传播时代，文化精英是信息传播者，他们是传播的主导与中

心。 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只有社会精英人士才有媒

介接近权，也只有他们才具备较强的思想能力与表达能力，
从而能系统地阐述社会文化的基本进路及其意义，并制定

系统而有效的规范与管理机制。 而作为受众的普通公众既

没有媒介接近权，也没有相应的话语能力与表达通道。 这

种传播模式是典型的“传受二分”模式，即社会精英阶层作

为传播者居于传播生态的中心，而普通公众作为信息接受

者则分布于传播者周围，所有的信息传播都是单向的

（图 ２）。 然而，到了当下的新媒介时代，普通公众也借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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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静：《微信青年用户的社会比较活动与社交媒体倦怠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关于新媒介传播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中心”的“无中心结构”传播方式及其论证，可参见拙文《社会热点事件的新媒介化机制
研究》，《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



媒介技术获得了媒介接近权，并能通过新媒介平台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这里，他们不再是被动的信

息接受者———受众，而成为在新媒介技术支持下的“创众”。 根据阿尔温·托夫勒的解读，“创众既

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跟过去的‘观众’和‘受众’最显著的不同，是他们有技术条件参与不同

程度和形式的媒介制作，由合成数码照片到恶搞主流媒体影视作品，都是创众可能做出的富有创造

性的文化和社会实践”①。 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发表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当时，网络技术

尚未普及，人们能借助网络创作的产品还极其有限。 但是，托夫勒却睿智地预见到了网络技术发展

的未来趋势。 新媒介时代，创众所能创作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托夫勒所开具的清单，他们不仅可以发

起话题讨论，而且可以制作视频、音频文件并自主上传，甚至可以在媒介空间中开发自己的小程序或

平台，等等。 取消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新媒介时代的文化活动，一方面，普通公众在新媒介技术的加持

下获得了媒介接近权，曾经被动的受众能快速地对悖离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在

网络“圈落”的交叉传播中放大自己的声音，强化自己的价值立场。 另一方面，普通公众在作为公共

领域的互联网的崛起意味着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垄断权被消解，普通公众实现了自下而上地发

起针对社会精英阶层的反讽、批判甚至社会取消（图 ３）。 在现实中，取消文化大多会从线上蔓延至

线下，形成强势的社会舆论，以至于最后推动政府职能部门作出相应的惩戒性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
取消文化活动似乎又成了监督与治理的补充性资源。

图 ３　 新媒介时代多对多态势下的无中心传播结构

２ 网络空间的祛虚拟化与取消文化的现实意义

当下的网络空间是由基于 ｗｅｂ２．０ 以来的数字技术、大数据平台、三网融合以及移动终端等技术

的新媒介空间。 它从最初的万维网进化而来，在空间性质上，互联网空间的性质已然改变：网络空间

一度被人们解读为独立于人们现实生活之外的虚拟空间。 一般来说，当人们提到虚拟空间时，他们

大多指在以 ｗｅｂ１．０ 技术为基础的万维网时代，由程序员们借助计算机硬件，用符码建构起来的、区
别于现实物理生活空间的网络空间。 “虚拟”乃是相对于“现实”而言的，在虚拟的万维网空间出现

以前，人的存在直接指向现实的人及其活动，除此之外，人们无法体验“人”在其它场域的存在或发

展。 这种具有直接感知性的场域既是人们曾经的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也决定了人的发展可能———不

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是基于既有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超出这一自然

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存在、发展是人们无法把握的，也不具有现实性。 而虚拟空间则是一个区别于现

实生活空间的虚拟化环境，不仅其环境是虚拟的、不可直接感知的场域，活动于其中的人本身也是被

遮蔽了真实面目的存在。 正因为这样，人们还倾向于把虚拟的 ｗｅｂ１．０ 空间看成是一个“另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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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Ｔｏｆｆｌｅｒ， Ａ（１９８０）．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ｖ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ｒｒｏｗ，转引自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０ 页。



或“非常态空间”。
随着技术的发展，ｗｅｂ２．０ 已经取代了 ｗｅｂ１．０，网络也由万维网发展到当下的互联网。 区别于万

维网空间的是，互联网空间的虚拟性日趋弱化，日渐朝着与现实生活空间高度趋同的方向发展。 在

这一趋势下，当下的互联网不再只是简单的信息工具或平台，在各种新媒介技术的支持下，互联网已

经成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打理个人社交、交流情感的主体平台与空间。 这即是说，互联网这一新媒

介所建构的不仅是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还“使得人类逐渐结合为一体，重新‘部落化’”①，即它还建构

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方式。 互联网甚至对经济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互联网对个

人生活方式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正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民生生活的基础设施……
从现象看，互联网平台已形成巨大经济规模，展现了极强的拉动就业的能力，促进了共享经济的蓬勃

发展，对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②。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空间不再是独立于人们现实生活之外的

空间，同样，发生在媒介空间的媒介事件也不再是独立于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由他人策划并向我们

发布的事件，新媒介事件本身就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它所代表的是人们线下活动的线

上化，是日常在线上的延续。 互联网空间与现实生活空间的趋同化解构了网络空间虚拟性，促成并

不断强化了社会媒介化的浪潮。
取消文化极为动态地演绎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空间高度趋同化的趋势与特点，并反映了当代

社会文化与社会治理的新方向与新趋势。 不论是起源于线下的取消文化，还是起源于线上的取消文

化，最终都必定走向线上与线下的混合模式：线上的意义表达与舆论浪潮最终会推动相关职能部门

出台相关治理措施，线下（现实生活空间）的反应与实际措施的推出又会引导线上、线下的舆论走向，
同时，线下、线上舆论动态又建构全新的社会伦理价值的认同方式与社会治理的新进路。 社会伦理

价值认同方面，人们不再基于社会精英的价值威权来确立自己的价值立场、原则与目标，普通公众也

能在新媒介空间中各种自媒体平台的互动与分享中促进社会舆论的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介空

间成为人们价值认知与互动、交流的最便捷平台。 从当下的取消文化态势看，线上的取消文化活动

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方式以及新的社会团结方式：人们在自己的媒介圈落中与兴

趣相近、价值取向趋同的人们交流与互动，这种交流与互动超越了个体的现实生活空间，进而重塑了

人们之间的边界感。 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人际边界的传统认知，也型构了新的社群与相应的文化互

动方式。 可以说，线上线下的同步性与一致性已经成为新媒介时代取消文化的一大特点———线下的

取消活动会同步移位至线上并在线上被迅速放大，线上取消活动的效果会同步至线下并产生持续与

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这里，曾经的独立于现实物理生活空间的“虚拟空间”日益与现实物理生活空间

与文化空间呈现出高度趋同的特点。

四、取消文化的启示与反思

其一，新媒介是一种型塑文化的积极力量。 在媒介技术与文化型塑的关系问题上，媒介环境学

派的大师们一致认为，任何技术的形成与发展都意味着某种特定的新的文化环境得以形成并将持续

影响人们的生活。 哈罗德·伊尼斯就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就在于会促推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③。
伊尼斯的这一思想在麦克卢汉及后来的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的研究中被反复提及，在麦克卢汉看

来，媒介本身比媒介所传输的信息更值得关注，因为，媒介及其所传输的信息会使人们深深地卷入其

所从事的活动之中，不仅如此，而且，“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

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④。 在这里，麦克卢汉从一个超越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角度解读

了媒介技术的文化意义。 林文刚对这一解读技术的文化进路深表认同：“北美的环境学建构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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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想象的理论空间，它把人们引向综合性思考的层面，探究媒介如何影响我们所处的世界并成为

其中的一部分，如何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影响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方式。”①媒介环境学派由

是确立了一个关于技术与文化的基本立场：新媒介凭借其对文化的深层作用突破了狭隘的“媒体”领
域，将其影响施加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媒介环境学派的角度来分析当下取消文化，取消文化

与新媒介技术的关系就一目了然：取消文化是新媒介技术的产物，它是一种人们借助互联网、大数

据、移动终端等新媒介技术以及微信、ＱＱ、微博等自媒体群组表达自我价值趣向与行动取向的文化

现象。 作为一种与新媒介技术“联姻”的文化现象，取消文化的发展与新媒介技术发展具有某种程度

的同向性：新媒介技术发展不但会助力取消文化的发展，而且还会强化取消文化的方向。 从当下的

态势看，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等技术深度融合的新媒介技术在社会文化的型塑作用超出了

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 故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如何对待取消文化问题的核心是理性地处理我们所

面临的已经存在和可能到来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压制或取消之。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取消文化”
又不全然是新生的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取消文化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然而，作为新媒介技

术的产物，新媒介赋予了取消文化新的特点：（１）在早期的取消文化中，取消行动更多地是一种个体

的自发行为，它多出于个体对其不认同的人或事加以抵制乃至惩治或报复。 一般来说，在个体间联

通渠道受限的情况下，早期的取消活动都很难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性活动。 然而，当下新媒介境遇下

的取消行动则借助线上、线下联通与互动的便利机制，快速地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大型群体性活动，成
为一个群体针对另一个群体或某些个体的抵制活动。 （２）随着时间的推移，取消文化日渐走向极端

化，其惩罚意味也不断加强，被取消的对象也不再限于明星、名人等公众人物，一些普通公众有时也

会成为被取消的对象；同时，取消文化的社会后果也越来越严厉，作品下架、从已经发布的作品中除

名、直接中断其事业前途等严厉的取消后果也时有所见。 （３）取消文化活动中，被取消的人并不限于

当下现实生活中的人，还包括了历史人物，这主要针对历史上的负面形象人物，这些人要么品行低

下，要么是与历史进步潮流相对立的反派人物，针对他们的取消文化主要是减少甚至消除其在当下

社会中的文化、价值层面的影响。 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历史人物及其作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

物，以现在的价值立场与技术手段来审判并进而取消之，其所代表的是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冲

动，是不可取的。
其二，取消文化的扩大化及其影响。 互联网是当下新媒介的基础平台，其核心要旨在于实现了

信息、人、社会环境间的互联互通。 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作为新媒介的互联网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开

放性、大众性与信息的全面性。 这里的开放性与大众性意味着互联网的进入门槛大幅降低，新媒介

空间不再是那些受过系统教育的社会精英所独占的话语平台，所有能操作网络终端（包括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与台式电脑等）的人都能相对自由地在新媒介平台或其自媒体空间中发起话题，只要这个

话题具备足够的爆炸性或相应的社会影响力，话题的发布者及其自媒体空间就会成为社会关注的中

心，而话题所涉及的事件也就会迅速成为社会热点事件。 所谓信息的全面性，主要指在当下的互联

网时代，人们能从任何一个细小的信息节点连通至其他信息节点。 与新媒介空间的开放性、大众性

和全面性相关的是，取消文化极易走向扩大化与极端化的歧途。 取消文化的扩大化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主体的扩大化。 一般来说，取消文化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悖德行为，在起初的取消

活动中，人们也大多主要针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悖德行为；然而，随着取消活动的发展，许多普通公

众及其行为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群体谴责，但其问题并不涉及犯罪或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

一些同情社会正义事业的评论员及当事人的亲属、朋友等也会成为取消的对象。 二是取消面的扩大

化，这主要是指取消活动有时会发生由点及面扩大化的趋势。 ２０２１ 年，美国科罗拉多州政府拟更改

红石公园、内格罗台地等 ２０ 多处自然景观的名称，因为这些名称涉及种族歧视———红石公园的红皮

肤涉嫌蔑视北美印第安人，而内格罗地则因其与“黑人”一词重名而涉嫌对黑人的歧视。 但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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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开展，许多不甚相关的人、文艺作品等都受到波及，美国总统托马斯·威尔逊、西奥多·罗斯

福等的雕像、电影作品《乱世佳人》、文学作品《哈克·贝利·芬》等都成了取消的对象。 事实上，美
国的这场取消文化活动已经逐渐漫延成了一场近乎泛滥的活动———到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美国有近千处

地名或纪念碑都面临被强行更名甚至拆除的命运。 取消文化活动的扩大化必定导致极端化，即当某

个人因为某种行为或某件事情而被取消时，取消攻击的范围时常会涉及他的所有行为和生活的所有

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取消文化表现出极端的非理性及对边界的突破。 其中潜藏了一系列的风险与

危机：（１）隐私被侵犯的风险与危机。 新媒介时代，信息的可达性、快速化及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分析

与综合能力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种信息的可达性以及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分析与综合能

力同时也意味着个人隐私信息散布在各媒介平台中，当某个人成为取消活动的对象时，活动的发起

人或参与者能轻易收集其相关信息，并成为强化取消活动的因素。 （２）与隐私信息大量暴露相伴的

是人肉搜索及其由人肉搜索所引发的网络暴力。 毫无疑问，人肉搜索介入人们的生活是一种暴力，
“首先，有针对性的人肉行为介入人们的生活从来就不征求同意；其次，一旦个人信息被暴力搜索并

被公开，这种暴力对相关者的影响就不只局限于网络社区，还会在现实生活中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困

扰，网络暴力由此演变成为现实的暴力。 更为可怕的是，在缺乏有效约制的情况下，现实的人们随时

都处于被‘人肉’的暴力与恐吓之下”①。 由此所导致的问题是既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

安全感，又极大地伤害了人际间的相互信任。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担心信息安全问题，人们会越来越

倾向于消极地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尽管在当下的新媒介时代，完全隐藏自己的隐私信息已经变得

越来越不现实，当人们尽可能地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相对自认为私密的境遇中时，现实的价值共同体

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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